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律师对客户的保密义务是否存在例外？
在客户利益与公共利益发生严重冲突的时候，律师应当如何自处？
律师对在审案件的庭外宣传活动应该受到什么样的限制？
这一系列问题是法律人在日常执业当中经常遭遇到但却鲜有答案的问题。而本书恰恰是第一次以学理的形式对这一系列问题进行系统阐述讨论的一部经典著作。法律职业伦理问题并未受到法学界和实务界的重视，许多律师将律师执业行为规范视为一种行为约束、一种宣言和符号，而没有看到它还是自己执业的一种有效的风险防范机制。法律职业伦理事关法律人如何安身立命，一些伦理困境没有容易的答案，这本一出版即获得美国律师协会银槌奖、对美国法学界和实务界产生重要影响的著作，细致而尽责地提出了一些答案，对国内法律职业伦理研究和教学必将产生重要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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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法律人的灵魂何处安放？！（译后记）
                        一
近年来，随着重庆李庄案、北京李某某案、死磕派律师现象等一系列事件的不断出现，法律职业伦理问题反复叩问着法学界和实务界人士的内心。律师对客户的保密义务是否存在例外？在客户利益与公共利益发生严重冲突的时候，律师该当如何自处？对于伪造的证据，律师能否提交给法庭？对于那些明知为诚实的对方证人能否通过交叉询问使其显得在撒谎？在向客户提供法律建议的时候，如何在合法与非法之间保持恰当的姿态？对于检察官的过度指控行为应当如何评价？律师能否通过追逐救护车来进行执业推广活动？律师对在审案件的庭外宣传活动应该受到什么样的限制？等等问题是法律人在日常执业当中经常遭遇到但却鲜有答案的问题。而本书恰恰是第一次对这一系列问题进行系统阐述讨论的一部经典著作。
本书出版于1975年，恰恰是法律职业伦理问题最为人所关注的时期。在此前的三年，美国爆出举世震惊的“水门事件”，时任总统尼克松的竞选班子为了赢得下一届大选采取了一些不光明手段。而总统的竞选班子当中绝大部分都是法律人，经此事件，全美国对于法律职业信任程度下降到了低谷。事隔25年之后，著名的法律职业伦理研究专家罗纳德·D.罗汤达（Ronald D. Rotunda）这样回忆道：
我想起了一个痛苦的时刻：20多年前尼克松总统的前顾问约翰·迪恩（John Dean）在参议院水门事件调查委员会作证。他事先准备了一个名单，他认为这些人都可能牵扯进了妨害司法的共谋中。许多名字的边上有一个星号。一个参议员问他星号代表什么意思，约翰·迪恩说表明这些人都是律师。律师和一般公众对该评论作出了反应。美国律师协会不久作出决定，法学院必须提供、法学院学生必须修习法律职业道德——更多的情况下被叫做职业责任（Professional Responsibility） ——方面的必修课程。

因此，可以说律师职业伦理的教学和研究一开始便是为了回应社会公众的质疑而产生的。而在此之前，法律职业伦理并未受到法学院的重视，正如本文作者在导言中所说的，当其在哈佛大选法学院学习的时候，其实没有什么法律职业伦理的课程。而本书可以说是第一本对于法律职业伦理系列问题进行系统讨论的著作。之所以说其是经典，不是因为本书对系列法律职业伦理问题给出了准确的甚至是终极的回答，而是因为本书以学理的形式对法律职业伦理的一系列问题进行了系统的阐述和讨论。正因为如此，本书出版之后便在法学界和实务界产生重要影响，被认为是对法律职业伦理进行系统阐述的第一本著作并获得美国律师协会的银槌奖。作者门罗·弗里德曼（1929-2015年）是美国律师职业道德的底线霍夫斯特拉大学法学院教授，美国律师职业伦理研究的主要开拓者。主要代表性著作有《对抗制下的律师职业伦理》、《》等，对推动美国法律职业伦理的研究和实践产生巨大的影响。因弗里德曼在法律职业伦理方面的卓越研究，被称为“现代法律职业伦理之父”和“法学院的良心”。弗里德曼教授的著作已经逐渐被翻译引进中国，对国内的法律职业伦理研究和教学产生积极地影响。

                               二
尽管法律职业伦理问题在法律人的执业活动当中是如此常见以致成为事关法律人安身立命的重要问题，但无论在法学院的课程体系还是在法律实务界，这些问题似乎很少被严肃讨论过。在一篇文章当中，我曾经用“三个反差”来总结法律职业伦理在中国当下的境遇：

第一个反差，律师职业伦理问题的频频提出与律师职业行为规范的边缘地位。律师职业伦理问题最近这些年成为中国律师执业过程中经常遭遇的问题，比较典型的包括律师伪证问题、律师的利益冲突问题、律师的保密问题、律师退出代理问题、律师的庭外言论问题、律师的庭上表现问题、律师收费问题、律师业务推广问题等等。这些问题正在成为待解的谜题困扰着职业律师。尽管律师的执业实践已经遭遇越来越多的律师职业伦理问题，但这些问题通过现行的律师职业行为规范却常常得不到解决，这种应对乏力在许多个案当中均有所体现。最近几年来，律师职业伦理失范问题在现实社会当中被频频提出，这种失范在重庆李庄案件前后引起了全社会前所未有的关注。社会舆论和学术界从许多角度对李庄案进行讨论，但却没有从律师职业行为规范的视角来审视这一问题。李庄的行为是否构成了伪证行为，这不仅仅是一个刑法问题或者说首先不是一个刑法问题，更是一个律师职业伦理问题，是一个需要适用律师职业行为规范的问题。但在整个过程中，我们并未看到该问题被视为一个律师职业伦理的问题，律师职业行为规范对此也没有积极的回应的启动。这从两个方面可以看出：首先、李庄在重庆被审查批捕之后，北京律协派出五人调查小组赶赴重庆了解有关情况。调查小组回京后仅仅表示“期望重庆司法机关依法办案”，但对李庄的行为评价丝毫未曾提及。其次、李庄被定罪之后，北京律协的惩戒措施是注销其律师资格，而其根据主要是《律师法》。律师职业规则在这里完全被遗忘，而李庄本身的行为是否违反律师职业行为规范也完全没有得到评价。对于律师或律师事务所遭遇问题的解读可以是多方位的，但在这种多方位的解读当中，无论是公众还是律师本身最为忽略的往往是自身，考虑的应对之策也往往与律师职业行为规范无关。在律师的执业生活当中，本来应该与其执业密切相关律师职业行为规范似乎离他们非常遥远。
第二个反差，律师职业行为规范的高标准与较低的可操作性之间的反差。律师职业行为规范中规定了律师的诚信义务、勤勉义务、称职性要求等等一些较为抽象的高标准，但这些高标准很多时候并未落到实处，也没有有效的贯彻手段。律师行业自身对律师职业行为规范并不重视，甚至完全不知道律师职业行为规范到底用来做什么。许多律师在其日常执业当中并不了解职业伦理规范的知识，也不重视律师职业行为规范当中所规定的权利义务。无论在法学教育当中还是在司法资格考试中，律师职业行为规范都是属于几乎可以被忽略的领域。无论在新律师的实习培训中，还是在老律师的执业过程中，对业务拓展的兴趣远远高于对律师职业行为规范的兴趣。许多律师更多的将律师职业行为规范视为对自己行为的一种约束，而不是看成自己执业的一种有效的风险防范机制。律师职业行为规范的高标准带来的一个问题是尽管标准很高，却远离律师执业的具体需要。律师职业行为规范本身内容过于抽象、缺乏可操作性、未能与律师执业行为紧密联系起来，导致律师职业行为规范本身被忽视。因此，与其说律师对于律师职业行为规范完全没有需求，毋宁说我们现有的律师职业行为规范还无法满足律师们对律师职业行为规范的这种制度需求。当律师职业行为规范只能提供抽象的高标准，而无法去具体回应律师执业的具体制度需求的时候，律师职业行为规范从某种意义上注定沦为一种宣言和符号。
第三个反差，律师职业伦理教育与培训的中外反差。律师职业伦理研究和教学在美国、日本等国家都受到高度的重视。在美国，律师职业伦理课程是法学院的必修课，律师职业伦理考试是律师资格考试必须要通过的一个科目，律师职业伦理研究已经成为同刑法、民法等并驾齐驱的一个部门法学，其规范和判例内容是如此复杂，以致美国法律协会需要对其进行重述。
在国内，律师职业伦理及其类似的课程往往是可有可无的选修课程，在很多法学院甚至没有开设这门课程，仅仅在律师实务这样的课程当中才会偶尔涉及一些。在司法资格考试中，所占分值比重一般是600分中的10分左右。在各个法学院中，只有极少数法学院才设立有专门律师职业伦理的教研室或研究中心，职业伦理的研究生只能附属于司法制度、法理学等专业学位之下来进行招生。即使是相当有限的教学对于律师的影响来说也相当有限，在法学院当中，职业道德课程本来处于相对边缘的位置，还常常被视为没有用处的课程。而在毕业之后的法律执业培训过程中，也很少会讲授律师职业伦理方面的课程。职业伦理课程在法学院和律师职业培训中的这种尴尬境地进一步凸显了律师职业行为规范在中国当下的困境。
如果说，对于恢复重建的中国法律职业来说，更重要的任务在于开拓法律服务市场，而不是考虑通过法律职业伦理规范进行自我束缚。那么，当中国已经发展成为一个拥有律师总人数超过30万人，律师事务所达到2.5万多家，年收入超过679亿元的庞大法律职业群体的时候，我们应该去认真思考“法律人的灵魂何处安放？”这样一个终极问题了。
尽管中国法律人的职业生活已经提出了各种各样的职业伦理问题，但我们无论从学术界还是实务界似乎依然无法进行得体的应对。当一个个法律人（甚至包括最高法院的副院长）前赴后继倒下的时候，当死磕派律师自媒体宣传与官方所导演的央视认罪交相辉映的时候，当一家家律师事务所因为执业不当行为而遭受巨额罚款甚至剥夺资格的时候，我们似乎显得手足无措、进退失据。在一路高歌猛进的同时，如何通过法律职业行为规范对法律人进行有效的自我规制便成为一个亟待正视的问题。在法律人正在为法治的合法性地位积极争取的过程当中，如何化解法律职业自身的伦理困境、调和职业伦理与社会公众伦理之间的价值鸿沟是所有法律人都必须直面的问题。仅仅再去追问“好律师能不能也是好人”这样的抽象问题已经无法解决问题，还需要将这些伦理问题转换成为可以操作的规范问题和行之有效的规制策略。而律师职业伦理规范便是这些规制策略当中最为重要的一种。
                               三
   这是一本拖延了十年的译著，它和《法律职业的危机与改革》（中国政法大学2017年版）一书共同见证了译者在法律职业研究领域的曲折心路历程。2004年译者进入中国政法大学攻读法学理论硕士学位，师从王进喜教授。由于法律职业研究和法律职业伦理这个领域当时甚至直到现在都属于相对边缘的领域，可供阅读的文献并不太多。因此，进喜老师非常强调学生通过翻译来把握国外相关研究，从比较法的视野来研究中国法律职业特别是律师业研究。在平时的学习生活当中，经常推荐一些文献让学生翻译练习，本书就是其中的一本。对于一位在学术上尚未入门的研究生，这种研究式翻译尽管耗费时间和心力，但无疑是非常有效的学术训练手段。通过翻译不但极大扩展了学生的研究视野，最重要的是通过对一些经典文献逐字逐句的阅读和不断反复的琢磨，最终对学生的学术思维方式有着很好的塑造作用。
非常可惜的是，本书翻译了一半左右，由于博士阶段转向证据法学方面的研习就放下了。本来觉得它会作为习作一直尘封在电脑硬盘当中。承蒙王老师不弃，将该书纳入其所主持的翻译丛书当中，于是从去年开始又重新捡起来，对本书进行重新翻译校对，最终在出版社的督促下完成本书的翻译工作。尽管中文版的完成距离原书出版时间已经42年之后，尽管中文版的完成距离其开始翻译已经10年之久，但我觉得本书的出版非但没有过时，反倒是恰逢其时。正如前面所指出的，40多年前的中国还处在文革的水深火热之中，距离法律职业的系统重建还需要几年时间，中国法律职业的脱钩改制更是要在20多年之后。而在10年前的中国，律师和律师事务所才刚刚脱钩改制完成，律师商业化的问题才刚刚出现端倪。在这样一种氛围当中，讨论律师的职业伦理问题显然会令人觉得还为时尚早。而经过十年来的迅猛发展，中国律师业已经开始进入一个相对稳定的法律服务市场时代。律师们的竞争开始不断加剧，各种失范行为也不断出现，前述法律职业伦理问题也开始困扰中国律师。在许多律师不当行为不断出现的时候，如果律师自身无法采取有效措施应对的话，如果没有律师职业行为规范这样一个屏障的话，那么带来的一个直接后果就是这些失范行为直接引发刑法的规制，许多律师因而身陷囹圄。在这样一个背景下，如何应对法律职业伦理的问题也许到了需要认真对待的时候了。
本书的翻译出版首先要感谢作者门罗·弗里德曼教授。多年前我和他联系本书翻译的时候，他当即表示同意并嘱咐我翻译出版后寄三本给他。感谢他对本翻译的慷慨授权。非常遗憾的是，因为我的原因本译本没有在其去世之前完成，期望中译本的出版能够减轻一点我的内疚。感谢王进喜教授的慧眼，感谢他对我多年的教导和支持。感谢张保生教授多年来的指导与支持，其所领导的2011计划司法文明协同创新中心对本书的翻译给予了宝贵的资助。也要特别感谢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的编辑，特别是要感谢杜宇峰编辑的宽容与耐心，容忍我一再拖延本译稿。感谢我的家人，容忍因为我研究翻译工作带来的种种不便。翻译是一件非常熬人的事，往往因为一个词一句话的表达绞尽脑汁。但这种研究型翻译同时也是非常诱人的，就好像一个小孩子看到一个好东西总是忍不住要跟大家分享一番。希望本书的翻译出版让为中国法律职业伦理研究提供些许的推动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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